
伤人事件屡屡发生，数量不断增加

谁来管管城市流浪犬？
“疯狗已咬伤多人，请大家互相转告，并注意安全！”6月中旬，湖北通城一条提醒疯狗咬人的消息在网上广为流传。当地疾控

部门称，先后有20多人被咬伤。多名民警携带网枪、警棍等设备在城区搜寻，最终在市民的配合下将伤人犬只进行了处理。

这并非个案。近来，多地频曝流浪犬伤人事件，引发公众关注。“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相关法规、措施落实不力，管理

手段滞后，随意弃养犬只的行为屡见不鲜，一些地方流浪犬数量出现明显增长势头。

记者在长春、武汉、重庆、南昌等
地走访时发现，一些人口稠密、环境
相对较差的地方经常出现流浪犬，有
些流浪犬被周边居民定时投喂。

由于很多城市都没有真正落
实宠物犬登记制度，因此，宠物犬
的数量无法统计，流浪犬的数量更
无从知晓。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

会长杜帆介绍，协会做的一个调查
抽样显示，仅武汉一个城市，市民
养的宠物犬估计有数十万只到百
万只。

多位动物保护人士说，饲养宠
物没有门槛且实际登记率低，养犬
成为很随意的事。有的人高兴时
抱回一只，感到厌烦时就随便丢

弃，流浪犬的数量日益增加。
南昌市犬只留检所负责人

胡 志强说，所里有 300 多只流浪
犬。目前，当地加强了路面巡逻力
度，每天三台车在全市巡逻，被收
容的流浪犬数量以每周 10多只的
速度增加。

据悉，在苏州市公安局下辖的

6个犬类留验所，自 2016年以来留
验犬只共 63125只，其中相当一部
分为流浪犬。

重庆民间爱心人士杨玉华介
绍，她参与创办的救助基地现共有
1100多只流浪犬，仅今年前 5个月
就救助了100多只。由于流浪犬数
量太多，基地爆满，目前正在扩建。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出台了养
犬管理规定或条例。北京、上海、
辽宁等地出台的养犬管理规定或
条例明确，不得遗弃所养犬只，否
则要承担相应责任。但这些规定
并没有阻止流浪犬数量不断增加。

多地公安民警表示，由于缺少
线索和证据，除非主动现身，否则
很难找到流浪犬的主人，更无法追
究其相关责任。

据悉，目前的流浪犬中，除了
一小部分是繁育出来的“二代流浪
犬”，大部分都是被弃养的。流窜

在城市角落的流浪犬多数有伤病，
其中瘦小或残疾的流浪犬大多长
期生活在垃圾堆附近。

另外，走失也是流浪犬增多的
重要原因。在一些居民区，记者看
到，不少养犬人士并不给犬只拴链
绳，任由它们在道路或小区乱跑，
走失风险很大。有的犬主人称，不
拴绳是不想让宠物感到束缚。当
然，同时也是觉得牵绳不方便自己
活动。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流浪犬中
不乏大型犬甚至烈性犬。记者在

长春、武汉、重庆等地发现，在一些
闹市区和花鸟鱼市场，有不少大型
犬和烈性犬的幼崽在出售。在相
关网络论坛和交易网站上，不少人
大肆买卖烈性犬幼崽。动物保护
人士称，饲养大型犬、烈性犬违背
相关法规条例，且成本高，很容易
发生弃养，并导致病犬伤人。

流浪犬不断增加，政府收容、
喂养的负担也越来越重。苏州市
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郭文华
介绍，苏州市区的一所犬类留验
所，除场地租金和人员工资以外，

每年包括狗粮、消毒等在内的日常
维护费用约 20万元。一些动物保
护人士告诉记者，不少民间收养救
助基地都是志愿者筹钱甚至借钱
运营，维护运营成本很高。

目前，北京、南昌、苏州等地已
经 启 动 市 民 领 养 流 浪 犬 制 度 。
南昌市犬只领养窗口自今年 1 月
21 日开放以来，有 64 只流浪狗被
领养，其中幼犬 20只。不过，市民
领养流浪犬大多看重品种与颜值，
往往愿意选择金毛、哈士奇等名贵
犬收养，普通流浪犬乏人问津。

在苏州、长春等地，公安机关
和社区物业等多部门采取发放告
知书、免除相关收费等措施，呼吁
公众提高依法文明养犬意识。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应完善小
动物保护相关法规，进一步强化责
任追究，减少弃养等行为。

通过科技手段提高管理能力，
减少不负责任的饲养，也是有关部
门努力的方向。从去年开始，苏州
给登记办证的犬只身体内嵌入芯
片。芯片上有主人和犬只的信息，
宠物即使丢失也能快速找回，同时

可有效防止弃养。
南 昌 市 流 浪 犬 民 间 收 容 基

地、益善爱护动物协会会长李兰
说，救助机构可与宠物医疗机构
合作给宠物做绝育手术，减少流
浪犬数量。

杜帆说，一些民间社会组织可
以承担流浪犬收容、喂养等职能，
有效弥补地方相关部门资金有限，
设施不完善和规模不大等短板。
因此，可以探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流
浪犬的处置。

感到厌烦随便丢弃，流浪犬数量明显增加

对弃养者难以追责，收养费用负担沉重

强化饲养法律责任意识，倡导公众多领养少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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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壁上绽放的缫丝花
——记贵州乡村教师杨绍书41年坚守见证苗寨变迁

清晨的哈冲，浓雾笼罩，崖壁上的小花迎着朝露竞相开放，清新烂漫。当地人称这花为缫丝花，其性耐干旱、耐贫瘠，生命力极强。

崖壁之上，花木之间，隐约能见一条崎岖的“毛狗小道”，这是寨里娃儿上学的必经之路。这条路，57岁的杨绍书已默默守护了几十年。

有41年教龄的杨绍书和这缫丝花一样，亲历了哈冲的贫困，又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山村教育的沧桑巨变……

第一次见到杨绍书是在4月底
的一个清晨。已洗漱完毕的他，正
坐在屋外的一片石磨上抽旱烟：个
子不高、皮肤黝黑，身着黑色夹克、
洗得发黄的白衬衣、黑色光面西裤，
脚上是已磨损掉皮的黑皮鞋。

贵州省黔西县金兰镇瓦房村
哈冲组位于乌江上游支流六冲河
岸的一处崖壁上，从河面向上或从
崖顶向下很难被一眼发现，除非偶
尔升起的炊烟和石头缝里冒出的庄
稼苗。寨子里的老人说，祖辈为避
战，逃到了“挂在半空、面朝河谷”的
哈冲。

老杨的家位于寨子的最高处，
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一栋平房，墙
是泥巴垒的，发黑的茅草屋顶长了
不少青苔。这，是他教师生涯开始
的地方。

1977年，因为娃儿外出上学困
难，在公社的支持下，寨子里唯一上
过初中、会说汉语的杨绍书在自家
堂屋办起了“识字班”。

当时年仅16岁的他，比班里的
大娃娃大不了几岁，“工资”按一个

壮劳力算，一天记12个工分。
老杨回忆，当时教室很简陋：几

块木板拼接刷上墨汁就是黑板，课
桌是各家凑的长条板凳，9个学生按
年龄段分了3个年级，一个年级上课
其他两个年级只能背对讲台自习。

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推广到金兰镇，老杨也转为民办代
课教师，报酬从工分变成了工资。
1987年，为方便村里更多的娃儿上
学，老杨的教学点搬到隔壁的瓦岗
二组。1996年，教学点并到村里的
华山小学。

从哈冲组到瓦岗二组和华山小
学，都必须翻过悬崖，荆棘密布，之
间只有一条狭窄、崎岖的“毛狗小
道”。这条小道原本也是没有的，是
老杨带着村民一刀一刀砍、一镐一
镐凿出来的。

从崖底出发到崖顶稍微宽敞的
土路，直线距离不到500米，却要爬近
50分钟。小道弯曲起伏，不仅要小心
脚下随时可能松动滑落的石头，还得
提防偶尔出现的毒蛇、野蜂。

途中有处凸起的山包，人称“船

头山”，刨出的小路几乎与江面垂
直，徒手攀爬极难，当地人用自制的

“树钩”钩住头顶裸露的树根或石头
缝才能往上爬。

每至此处，孩子们只能靠老杨
一个一个往上背，一个一个往下
抱。多的时候有10多个孩子，一口
气抱下来，老杨经常累得气喘吁吁。

为了确保安全，老杨会定期带
上锄头和镰刀沿路除杂草、刨石梯、
搭藤索。“秋季学期砍一次就可以，
春季学期草木长得快，每隔一两个
月就要砍一次。”

“夏天温度高，娃儿走到学校都
累蔫儿了，雨水还多，有几回小路直
接被山洪冲得不见踪影。”老杨说，

“冬天也不好走，天亮得晚黑得早，
来回都得打着电筒。”

“说不累是假的，习惯就好了，
每学期开学的头 10 天走得还是恼
火，腿肚子又酸又痛，但走半个月就
又适应了。”

年复一年，老杨就这样“抱”大
了一茬又一茬苗族娃儿，走过的崖
壁求学路总里程可绕地球一圈。

老杨是哈冲第一个迈进中学
大门的，也曾是哈冲最有希望、最
先走出山门的人，但为了更多的人
能走出去，他选择了留守。

隔山断水，让哈冲与世无争
却又世代穷困。虽然哈冲的黄姜
和土猪在当地都是“抢手货”，能
卖钱，但“姜不敢种太多，猪也不
敢养太肥”。因为姜多了没劳力
一趟一趟往集市上背，猪也会因
太肥爬不上山路、出不了寨门。
即便是到了集市，村民也往往因

“不识汉字、不会汉话”无法和客
商沟通。

对于哈冲，摆脱贫困只有“出
山”一条路且须闯过两道关：陡峭
崖壁、语言不通，而后者无疑更艰
难。老杨的双语启蒙无疑给了哈
冲人“出山”的底气和勇气。

41 年里，老杨教过的学生近
400人，他最高兴的是“寨子里的适

龄儿童没有一个在小学阶段失学
辍学的，绝大多数娃儿都能上初
中、都会说汉语”。

在教学点，老杨是“全职”，既
教语文也教算术，既教汉语也教苗
语。后来在华山小学，老杨也是学
校唯一一个一边用汉语讲课、一边
用苗语翻译的老师。

“读书识字对这里的娃娃太重
要咯。”哈冲村民小组组长杨子贵
庆幸自己儿子都是初中生文化，能
因此在外谋份生计。“多亏了杨老
师，娃儿们出去打工不再是‘瞎子’
和‘哑巴’。”

“不是杨老师，我话都说不利
索，根本出不去，出去了也不能安
心在外打工。”今年 28岁的赵江华
和爱人常年在福建的一家食品厂
打工，留守在家的两个女儿平时上
学、放学都由老杨接送照料，“这些
本是我们当爹妈应该做的”。

在老杨的帮助下，越来越多
的哈冲人闯出了山门，在外觅得
了工作，回家盖起了新房。而这
个曾经寨子里“墨水最多”的人却
成了“最穷”的人：住的是寨子里
仅剩的茅草房，家里除了一个简
易打米机和电磁炉，没添其他像
样的电器。

老杨也动摇过，也出去过。
上世纪 90 年代初，每月 14 元的工
资根本供不起两个儿子读初中，
老杨只能利用暑期到广西挖煤，

“一个月净挣 240 元，快顶上我两
年的工资了”。亲朋好友劝他别
回来了。

“但账不应该这么算，我一个
人打工可以挣 240元，但如果留下
来教更多的娃儿读书识字，他们
就都有机会出去挣 240 元。”老杨
说，“我住茅草屋，别人能起新房
子，划算！”

今年5月起，哈冲组15户村民
陆续搬到了城关的“锦绣花都”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6名适龄儿童
也将在下学期就近入读黔西县第
十小学，老杨被特聘为该校的苗汉
双语辅导员。

外出打工是杨绍书的儿女辈
“出山”的特有方式，在当时也算得
上是最理想的出路。但老杨认为，
他们并没有真正走出山门。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出去打
工——挣钱攒钱——回家盖房娶
媳妇”，最后又都回到了山里，又种
起了玉米养起了牛，唯一的改变是
房子从崖底河谷搬到了崖顶的公
路边。

“这回搬到城里，是真的走出
来了，娃儿们可以往大学想了。”
杨绍书认为，这一轮的易地扶贫
搬迁是哈冲人出山“千载难逢的
机遇”，而受益最大的是孙子辈，

“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机会考
更好的学校”。

老杨说，从教 40多年，最大的
遗憾是没有教出一个大学生，最后
能上高中的也是寥寥无几。这些
年村里教学的条件改善了不少，义
务教育阶段基本上不用花钱，小学
每天还有营养餐，但“教学水平还
是跟不上，大多数人家的经济条件
也都无力供娃儿上高中”。

“在哈冲，娃儿来回上学要花
近 4 个小时，放学回家还要放牛、
割猪草，搬过来之后，走路上学最
多半小时，回家就可以做作业，算
下来每天可以多出至少 3 个小时
的学习时间。”

“老杨是我们的榜样，也是学
校的宝贝。”黔西县第十小学校长
赵彤告诉记者，该校今年预计将接
收近千名搬迁过来的学生，其中有
不少是苗族孩子，但现在学校40多
名老师无一人会讲苗语，“跟学生和
家长的沟通可能会出现问题”。

进了城，再送一程。老杨很看
重双语辅导员这个岗位，他希望能

够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为
更多从大山里搬出来的苗族娃娃
尽快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贡献
一份力。

坚守 41 年，很多人不理解：
“当了几十年老师，新房子都建不
起，到底图个啥？”

“我就喜欢别人叫一声‘杨老
师’。”老杨常说自己是个“幸运
儿”——初中没毕业能当老师到现
在、能带这么多学生。

“当初能当老师办‘识字班’是
沾了‘会说汉话’的光，现在能进城
当老师是沾了‘会说苗语’的光。”
老杨半开玩笑地说，“说到底是沾
了党和政府的光，没有国家对山区
教育的重视和扶持，哈冲不会有现
在，也不会有未来。”

老杨是个典型的苗族汉子，憨
厚老实，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但“嫩
竹高过母”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他希望哈冲的后生一代比一
代强，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

崖壁坚守

闯关出山

搬进县城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潘德鑫、欧东衢

在贵州省黔西县金兰镇瓦房村，杨绍书（后）和学生们在崖壁旁的小路上行走（4月27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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